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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1

景平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 学术界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所得结论也有一些差异，而利用成

都市 1999～2015 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1)成都市一般基础设施投资和高级基础设施投资

均对成都市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其中高级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一般基础设施投资；(2)成都市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从时间结构上看稳步增长，但增长率波动较大，从行业结构上看还不合理，高级基础设施投资明

显不足；(3)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资金供需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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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也被认为是政府最有理由干预的经济领域
[1～2]

。Paul Rosenstein

Rodan 是较早对基础设施给予重视的经济学家，他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中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部门投资

的相互关系，并率先提出基础设施是与“私人资本”(Private Capital)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先行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包括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它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结构。世界银行在 1994 年把基础设施分为两类，即

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前者主要包括电力、电信、交通等永久性工程构筑、设备和设施；后者则主要包括科教文卫事

业。自基础设施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对基础设施的理解

也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硬件基础设施，相反，以往被认为的公共服项目正在日益凸显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

渐上升到了基础设施的高度，成为了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3～5]

。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1978 年该市的 GDP 为 35．94 亿元，2014 年达到 10056．59 亿元。与此同

时，成都市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增长快速，从 1978 年的 2．94 亿元迅速增长到 2014 年的 6620．37 亿元
[6]
。本文以成都市

为研究对象，对近年来的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借助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从实证角度分析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与成都市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探讨成都市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为成都市未来基础

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建议。

一、模型、变量与数据

1．因子分析多元回归模型

本文拟构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多元回归模型，为避免各项基础设施同时回归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因子分

析法，其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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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个变量，

或

或 。

X为可观测的 n维变量，它的每一个分量表示一个指标或者变量，A为因子载荷阵，αij为因子载荷，F为因子变量或公因子；

ε为特殊因子表示原始变量中不能由因子解释的部分，均值为 0，μ为常数项。

或用矩阵表示为：

2．数据来源与变量解释

本文选取成都市交通运输(货物发送量、旅客发送量)，邮电通信，电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传媒，社会保障，环境保

护作为反映基础设施投资指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数来源于 1999～2015 年《成都市统计年鉴》

和《成都市财政年鉴》，根据实际数据和研究需要，进行相应的整理。

因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自变量(X)：Xi1电力(亿千瓦时)，xi2社会保障(亿元)，xi3医疗卫生(亿元)，Xi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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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媒(亿元)，Xi5环境保护(亿元)，Xi6教育(亿元)，Xi7货物发送量(万吨)，Xi8旅客发送量(万人)，Xi9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二、数据标准化及检验

1．数据标准化

由于《成都市统计年鉴》关于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的统计口径不是以直接投资额度为标准，所以首先对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2．可靠性检验

为了验证所收集的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数据进行 Cronbach’α可靠性检验(见表 1)，检验公式为：

一般来说α系数 0．60～o．65认为不可信，0．65～0．75 认为是最小可接受值，0．75～O．8 认为相当好，O．8～0．9 就

是非常好。

表 1 的检验结果表明，所选 17 年统计数据 100％有效，且α=0．965，大于 0．9，表明数据的可靠性非常好。

3．KM0 及 Bartlett’s 球形检验

KMO 检验用于研究变量之间的偏相关性，它是比较各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和偏相关的大小(结果见表 2)，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
[7]
，一般认为 KMO 统计量接近于 1作因子分析效果最好，KMO 大于 0．9 时效果较佳，0．7以上效果尚可，0．6时效果很差，

0．5以下则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8]
。Bartlett’s 球形检验是检验相关矩阵是否为单位矩阵，即各变量是否各自独立。如果结果不

拒绝原假设，说明所提取的公因子不是原始自变量的线性组合，存在各自独立提供信息的情况，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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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的检验结果来看，KM0=0．798 大于 0．7，且 Bartlett’s 球形检验 Sig=O．000 小于 0．05，由此可知各变量显著相

关，即否定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原假设，二者均通过检验，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三、实证分析

1．因子分析

数据标准化后，经过检验适合做因子分析，其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标准化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 JR，计算公式为：

(2)计算 R的特征根和特征值。

相关矩阵 R 的特征方程为|R—λΙ|=O，利用特征方程求出尺矩阵的特征根λj，(j=1，2，…，p)并将特征根从小到大排列

λ1≥λ2≥λ3≥…≥λp，再由特征多项式 Rui=λiui，ui=(ui1，ui2，…uip)，求出相应的特征向量γi=(γi1，γi2，γi3…

γip)，以特征向量的分量值为权数，将标准化的指标进行加权 i就得到第个主成分
[10]
：

(3)计算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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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矩阵尺的特征根等于对应的主成分的方差，其大小反映了第 i 个主成分所包含原始数据全部信息的比重，也反映了各

主成分贡献的大小。第 i 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方差贡献率越大表明主成分综合变量信息的能力越强，累计贡献率越大表明前南个主成分包含的原始信息越多，一般提取

的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 80％～85％以上，才能保证综合变量能包括绝大多数原始变量的信息。

(4)计算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是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反映了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5)用提取的公因子中间变量作为新的自变量，经济增长指标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对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处理后计算得到表 3 所示的相关矩阵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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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有两个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因子，可分别命名为 F1、F2，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93．943％，也就是说这两

个主成分包含了原始数据 93．943％的信息，远大于 85％
[11]
，因此非常适合做主成分因子。

在最初生成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各个主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不很突出，为更清晰地反映因子变量的含义，对其进行最大方

差旋转生成旋转载荷矩阵，见表 4。

旋转后第一组主成分 F1上大于 0．9的有：Xi1电力，Xi2社保保障，Xi3医疗卫生，Xi4文化传媒，Xi5环境保护，Xi6教育；主成

分 F1除了 Xi1电力被认为是一般基础设施之外，其余均为高级基础设施，但考虑到本文电力统计指标是全社会用电量而非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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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因此把主成分 F1命名为高级基础设施因子。第二组主成分 F2上大于 0．5的有：Xi7货物发送量，Xi8旅客发送量，Xi9邮电

业务，三者均为一般基础设施，因此命名为一般基础设施因子。

2．回归分析

根据表 4 因子分析结果，用所提出的公因子 F1、F2为自变量，代表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用 Y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因变量，

用 SPSS．19 进行回归分析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5 和表 6)。

根据表 5 和表 6，回归分析输出模型为：

从成都市 1999～2015 年基础实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回归结果来看，R
2
为 0．998，调整 R

2
为 0．986，回归模型的拟合

度非常好，主成分变量显著性统计量 sig．等于 0，均小于 0．05，即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是显著的，整体回归效果良好。从模型来看，主成分 F1高级基础设施因子，主成分 F2一般基础设施因子均是影响成都市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高级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是达到了 0．969，表明高级基础设施投资每变化 1个单位，

经济增长就变化 0．969 个单位；一般基础设施投资每变化 1个单位，经济增长变化 0．22 个单位。由于一 5．856E—17 是一个

极小变量，约等于 0，因此可忽略不计。

四、结果与讨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改善现有基础设施，优化经济增长物质基础；二是作为一种生产

要素投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12]
。通过对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发现：

(1)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13]
，基础设施直接和间接影响着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重要的基础设

施更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也是显而易见的。

(2)高级基础设施成为成都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一般基础设施几十年大规模的持续

投入和不断完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高级基础设施成为决定成都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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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从时间结构上看稳步增长，但增长率波动较大；从行业结构上看还不是很合理，高级基础设施投资

明显不足。

(4)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相对单一，政府仍然是基础设施投资最大最稳定的主体，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垄

断和较为严重的进入壁垒。一方面高级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另一方面民问资金却很充裕，资金供需矛盾突出。

(5)本文立足于 2014 年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的最新定义，即基础设施包括一般性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ICT)和高级

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社保、环保)。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其中高级基础设施投资

对成都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表明成都市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以往研

究当中没明确区分的部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明确划分高级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探

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值得借鉴的一点创新。

(6)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高级基础设施对成都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 96．9％，

交通和邮电通信一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22％。但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投资

和建设周期较长，发挥经济影响力也存在较大的时滞，同时一旦建成其使用周期也很长，因此交通等一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

的实际影响应大于理论计算。加上成都市国家级开发区一天府新区的落成，未来一段时间交通等一般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成都

市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领域。

(7)基础设施投资对成都市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方面反映出成都市基础设施总量欠缺，投资需求依然很旺盛；另一方

面也表明当前成都市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其投资驱动模式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
[14]
。与此同

时成都市居民储蓄余额达到近万亿规模，蕴含了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如何更好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让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经

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投资+消费协调带动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成都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

(8)由于统计口径原因，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不是直接投资支出额，且本文分析方法也并非完美，因此结论难免有不足之处。

后续研究应重点关注高级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重点不应局限于数量增长，更

应关注质量提高，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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